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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者之語言能力與評分嚴苛度
對印尼語口語評量成績之影響

何德華1、張惠環2、許婉儀1

外語課堂以溝通式教學為目標者，常見的口語評量模式是以二人一組搭檔對話的方式進行口試，

並由評分者使用評分表檢定成效。然而學生在選擇口試搭檔時，可能因選擇不同對象而影響口試

表現；而不同評分者在使用評分表時，也可能因個人評分嚴苛度有所差異，給予不同口試成績，

因此教學者需要考慮是否需要規定口試對話搭檔之選擇標準，以及如何訓練助教團隊使用評分表

以增進口試之公平客觀性。本研究以臺灣一所國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之印尼語課程為研究場域，

使用Rasch模型檢測：（1）評分者不同的嚴苛度在經過訓練之後能否達成口試評分的一致性？（2）
學生在口試搭檔的選擇上，選擇與個人語言背景相當（初學者與初學者搭檔）或與個人語言背景

不相同者（初學者與印尼華人搭檔）是否會影響其口試成績？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評分者即使施

予訓練仍無法完全達成評分一致性，因此目前由多位評分者共同擔綱，刪除離群值、取其平均數，

或許是權宜之計。然而，根據多層面 Rasch分析法檢測評分者嚴苛度，有助及早發現問題。其次，
學生選擇與不同語言能力背景搭檔口試並不會影響其口試成績，因此應讓學生自由選擇對話搭檔，

輔以鼓勵機制讓印尼華僑多跟初學者搭配，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關鍵詞： 多層面 Rasch模式、口語評量、印尼語、評分嚴苛度、對話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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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大班通識教育外語教學的形成式評量中有效使用筆試和口試檢測學習成效，在教學現場
至關重要。其中筆者之印尼語通識課程筆試層面已有效解決題庫問題（何德華，2019），改善其線
上測驗機制，建立有效公平的評量方式。然而以溝通式教學理念建構的外語課堂另一最需解決的問
題即開發有效可靠的口試評量工具，以達成溝通式教學的目標。
過去初、中級印尼語課堂使用傳統教科書時要求學生背誦課文對話作為口試，但學生往往因死

背或課文過長而哀鴻遍野。自教學團隊以溝通式教學法理念開發了新教材（何德華等人，2019），
學生仍需找尋對話搭檔、演出事先準備的簡短對話以展現真實溝通，而對話搭檔的口語能力和溝通
技巧可能會影響彼此口試表現。即便受試者搭檔的選擇已不是問題，多位助教評分者若無一致評分
標準或有不同嚴苛度，仍會影響口試的客觀公正性。因此如何制定完善的口試搭檔規定，給予評分
者有效的評分訓練，是溝通式外語教學在口語評量上極待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口語評量的客觀公正性一向是標準化測驗最棘手的問題，因牽涉到評分員的訓練，其

效力還無法一勞永逸。除了評分員嚴苛度不一致的問題會影響評分結果，對話搭檔間能力不同恐怕
也會影響學生表現。由於口試評量牽涉情境變項極多無法用實驗方法一網打盡，須根據教學課程個
案需求以行動研究（Wallace, 1998）方式予以處理，因此透過教學實踐研究尋求有效解決之道。
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為透過兩班「初級印尼語」通識課程探討評分助教使用口試評分表是否

有嚴苛度差異、經過訓練之後評分者能否達成口試評分的一致性，以及學生在口試搭檔的選擇上是
否會因搭檔的語言能力差異影響彼此的口試成績，以嘗試改善口語評量機制。

文獻探討

（一）Rasch模型（Rasch model）

Rasch模型具有客觀、等距的測量特性，對於估計及編製測驗研究有相當助益，且廣泛應用
於教育、心理、醫學及管理等領域（王文中，2004），例如，運動評量（姚漢禱，2004；陸雲
鳳，2016；曾盟堡，2002）和中小學學科教育實作評量（王佳琪，2020；吳昭容等人，2018；林
小慧等人，2018；林怡君等人，2013；陳映孜等人，2017；陳建亨、楊凱琳，2021；謝如山、謝
名娟，2013）。Rasch模型的精髓在於將受試者能力和測驗題目的難度放在同個量尺上比較（Lee, 
2012），一維 Rasch模型可使用Winsteps軟體1進行題目難易度與學生能力差異分析（莫慕貞，
2019；E. V. Smith & R. M. Smith, 2004/2017），而維度較多的研究適用於多層面 Rasch模式（multi-
facets Rasch model，簡稱MFRM）（張新立、吳舜丞，2008；謝名娟，2017，2020）。MFRM統計
模型是藉由從評分者因素（rater-mediated assessments）中擷取可靠、有效和公平的推論，提供一個
有條理的框架（Eckes, 2015），而羅氏測量模式延伸的「多層面 Rasch模式」（MFRM）即常用來
做評分者嚴苛度的分析研究工具（Eckes, 2009），因此本研究將此工具應用在印尼語口試評量上，
偵測學生個別學習能力和助教評分嚴苛度。

（二）口語評分嚴苛度

口試評量的信度一直是口試評分的重要議題之一（Luoma, 2004），評分員在其中更扮演關鍵角
色。為確保受試者的評估具有公平性和可靠性，探討評分員之間評分成效的表現至關重要，而其中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評分的嚴苛度（severity）（Eckes, 2015）。嚴苛的評分者過分嚴厲地遵守評
估程序，可能會造成優秀的受試者成績低於他們的實際能力（Myford & Wolfe, 2003）。相反的，評
分者也可能過度寬鬆（leniency）而給予比受試者實際應得的分數還高之成績（Wind, 2018）。評分
員間若未能在評分嚴苛度上達到平衡點，可能導致評分差異過大，從而對考生成績產生負面影響。
以MFRM多層面 Rasch模型為基礎探討第二語言口語能力評量嚴苛度的量化研究，明確證

明口語評分者的嚴苛度是有其研究之必要性（例如 Bonk & Ockey, 2003; Eckes, 2005; Hsieh, 2011, 
McNamara, 1996; Sundqvist et al., 2020）。Bonk與 Ockey（2003）針對學生口語能力、評分者以及
包含發音、語法、詞彙和流利程度口語評量項目等進行多層面 Rasch模型分析，評分者進行兩次英
語口語測驗評分，主修英語的日本大學生受試者以同儕小組討論方式實施口語評量，結果發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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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評分者嚴苛度的差異大，有經驗的（連續兩次評分）評分員傾向給予更為嚴苛的評分。Hsieh
（2011）則設計將 13名 ESL教師和 32名美國大學生分成兩組不同組別的評分員，評分員使用評
分量表評估考生的口語熟練程度、口音和可理解度性，對 28位國際教學助教（ITA）進行英語口語
能力評估測試（Speaking Proficiency English Assessment Kit, SPEAK）評量，檢驗分析其評分者的嚴
厲度，結果表明兩組嚴厲度並無不同，但口音和可理解性評分卻有顯著的差異，大學生評分員在評
估考生的口音（腔調）和可理解度評分項目比 ESL教師評分員更嚴厲。Eckes（2005）以德語為外
語的寫作與口語測驗（TestDaF）評量進行評分效應（rater effect）的相關研究，結果也呈現評分員
對於測驗者評分嚴苛度有相當大的差異，雖然總體評分是一致，但相較於寫作，評分員對於學生口
語評比標準項目能力評分有較高的一致性。Sundqvist 等人（2020）的研究中，資料分析來自 11名
瑞典小學教師評分員評量兩次小學六年級學生的英語口語測驗表現，藉此檢視兩次評分嚴格度的變
化，分析顯示評分員可能因培訓使得評分一致性有所改善，但嚴苛度的差異性卻加大。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研究顯示，評分訓練固然可提高評分員信心，增加內在一致性（Davis, 2012, 

2016; Huang et al., 2016; McNamara, 1996），但嚴苛度仍有差異（Eckes, 2005, 2009, 2015; Knoch, 
2011; Sundqvist et al., 2020; Weigle, 1998），且訓練效果無法持久（Bonk & Ockey, 2003; Kim, 2011; 
Lumley & McNamara, 1995）。張可家等人（2011）、藍珮君（2012）及廖才儀（2016）以多面向
羅氏測量理論探討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評分員訓練效果也得出同樣的結論。雖然期待評分員完全公
平、可靠，表面看似悲觀，但至少可發展有效訓練模式，增加評分員一致性。盱衡現階段口語評分
仍須仰賴人工，甚至人工評分寫作仍比電腦自動評分一致性更高（Wang & Brown, 2008）。即使套
用電腦評分寫作，仍需搭配專業人士給予學生回饋（O’Neill & Russell, 2019），可見訓練評分員正
確使用評分表，應是維持口語評量一致性的不二法門。

（三）口試搭檔（paired oral assessment）

常見之高風險口語測驗，由於公平性考量，搭檔模式較多為一對一面試，多對多、或多對一
團體面試等，鮮少由受試者二人搭檔。然而在課室形成性口語評量情境中，使用受試者二人搭
檔對話有許多優點：包括反應語言溝通的真實性並有實用價值（Brooks, 2009; Ducasse & Brown, 
2009; Galaczi & Taylor, 2018; Taylor, 2003; Van Moere, 2013）、不必聘用考官一對一面試較有經
濟效益（Davis, 2009）、口試者較不緊張且能鼓勵學生合作學習（Együd & Glover, 2001; Jones, 
2007; Rydell, 2019; Storch, 2001; Storch & Aldosari, 2013），有考試領導教學的正面效果（Saville & 
Hargreaves, 1999）、兩人對話相較於由考官面試在語言風格上較多變化（ffrench, 2003; Galaczi et 
al., 2011）、符合任務型語言教學的實際狀況（Long & Crookes, 1992）。
然而由受試者二人搭檔對話亦有其缺點。有學者（例如 Chuang, 2018; Foot, 1999）認為口試者

緊張程度不減反增，會將彼此拖下水，且如果研究者對於口試者背景並不完全了解，則無法片面接
受其研究結果。其次，由於口試目的在於評量口語溝通能力，若學生彼此個性相近，表現固然會比
較好（Berry, 2007），但如果學生個性比較內向怯懦者分數會比較低；個性外向積極者分數會比較
高（Nakatsuhara, 2011; Ockey, 2009）。
由於搭檔對話方式利多於弊，在口語評量上已蔚為主流（East, 2015），但是否會因搭檔之語言

能力差異影響彼此口試成績，到目前為止並無一致看法。Iwashita（1996）發現搭檔間有遇強則強
現象，成績和話語量皆同時提升。Norton（2005）也提出若搭檔語言能力較高且彼此熟識，不但具
加分效果，還能增加口試者話語量。Storch（2001）觀察到能力差異大的搭檔組別更能以合作的模
式完成所交代的任務，而 Storch 與 Aldosari（2013）發現高低程度互相搭配的組合有助於降低 EFL
學生於英語口說的焦慮情緒，增加學生的自信心。然而，Galaczi（2008）發現語言能力較弱的搭檔
不太參與互動對話，因此對應互動能力需要加強（Galaczi, 2014）。

Davis（2009）使用 Rasch模型（Rasch model）分析中國學生英語口語對話搭檔對口語評分之
影響，未發現搭檔語言能力對成績有任何統計上顯著差異，除了語言程度較低者和程度較高者搭檔
時，話語量確實有所增加之外，「多言多語」現象其實沒有加分效果。為驗證 Davis的結論，Son
（2016）使用同方式分析韓國學生英語口試結果，發現搭檔語言能力高低不影響口試成績，比較特
別的是韓國學生遇強則縮，當程度較低和較高者搭檔時話語量反而減少，但其話語量多寡不影響口
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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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之受試者語言能力劃分，有的給予受試者單獨口試鑑定（Davis, 2009; Iwashita, 
1996），有的採取自我評量問卷（Csépes, 2009），但本研究所採取的語言能力分類係根據前次研
究結果（何德華，2019）。由於馬來西亞語（Bahasa Malaysia）和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為兩
種馬來語的變體（variety），好比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或海峽兩岸華語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印
尼和馬來西亞華人（= 華裔學生）自述精通印尼／馬來語者劃分為語言能力最高的群體，初學者則
是語言能力較低的群體。由於本課程只需要區分零起點和非零起點的學生，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的語
言能力不必再區分等級。

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以開在兩個學年度之兩班「初級印尼語」通識課程助教與學生為研究對象，以提供較長
時間的研究觀察和採集不同學生群體的資料佐證。如表 1簡介，班級一為 109學年度（2020年 9月
至 2021年 1月）通識教育「初級印尼語」44位修課學生（包含臺灣本地生 26人，印尼華人 10人，
新加坡華人 1人，港澳生 2人，日本學生 2人，俄羅斯學生 3人；男性 10人，女性 34人）和 7位
印尼助教（4位來自北蘇門答臘，2位爪哇，1位蘇拉威西；男性 2人，女性 5人）；班級二為 110
學年度（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通識教育「初級印尼語」修課學生38名（包含臺灣本地生17人，
印尼華人 14人，馬來西亞華人 4人，其他外籍學生 3名；男性 18人，女性 20人）和 8位印尼助教（4
位來自北蘇門答臘，4位爪哇；男性 4人，女性 4人）。其中助教群因為畢業離校，只有 3位印尼
助教連續兩年續任。研究場域在 TEAL（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Learning）教室中進行課室教
學，在自然教學場域中、以不干擾教學的方式研究如何改進口語評量。期初已說明此課程為教學實
踐計畫並取得所有參與者之研究倫理審查同意書。為瞭解學生之起始印尼語程度，本計畫採取自述
的方式。根據第一週線上問卷其中一題：「請問你的印尼語程度為何？例如：「初學者完全從零開
始、印尼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尼新住民、或其他⋯⋯請說明。」由學生填答其印尼語程度。除
了全部印尼華人和幾位馬來西亞華人以外，其他學生包括本地生或國際生均填寫其為從零開始的初
學者。

表 1
「初級印尼語」課程評量次數及參與人員簡介

項目

「初級印尼語」課程

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2020/9∼ 2021/1 2021/9∼ 2022/1

時間／內容

預備週：助教團隊評分訓練／評分表解說
●→W1：線上問卷／了解學生印尼語程度
●→W3：平時口試 1
●→W6：平時口試 2
●→W7：助教團檢驗討論所有評分者的嚴苛度（110學年度）
●→W9：期中考口試
●→W10：助教團檢驗討論所有評分者的嚴苛度（109學年度）
●→W12：平時口試 3
●→W15：平時口試 4
●→W18：期末考口試

共同評分 期中考，期末考 平時口試 2，平時口試 4

學生人數

44位（臺灣 = 26，印尼 = 10， 38位（臺灣 = 17，印尼 = 14，
新加坡 = 1，港澳 = 2，日本 = 2， 馬來西亞 = 4，其他外籍生 = 3；男性 = 18，女

性 = 20）俄羅斯 = 3；男性 = 10，女性 = 34）

印尼助教
7位（北蘇門答臘 = 4，爪哇 = 2， 8位（北蘇門答臘 = 4，爪哇 = 4；男性 = 4，

女性 = 4）蘇拉威西 = 1；男性 = 2，女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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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由具備南島語言學背景之教師帶領印尼籍助教團隊聯合授課。課程含四次平時口試和期
中、期末口試評量共 6次。口試內容為自編教材（何德華等人，2019）第一到四課之溝通活動，可
參見課程之線上教材資源網以及期末考口試評量內容2。上課前一週，由教師召集助教團隊給予訓
練，了解評分表使用（如表 2），並以四個程度之學生音檔範例，練習評分。五個評分項目包括：
事先規定之對話內容、詞彙文法正確度、語言流利度、發音可接受度、與對話時展現一來一往的人
際互動。教師給予助教培訓的評分表將各等級的表現明確寫出，搭配量尺和分數換算對照（例如：
1 = 差 < 60%，1表示差，60分以下／不及格），並中英對照以利不同背景助教皆能理解。109學年
度每一項均為四段量尺（1 = 差，2 = 普通，3 = 好，4 = 優），本意為排除中間選項，但對於分數排
序沒有影響，因此 110學年度則為增強等距性，採用五段量尺（1 = 差，2 = 尚可，3 = 普通，4 = 好，
5 = 優）。但此項改變不影響最後數據解讀。

表 2
助教培訓評分表
content
內容

accuracy
正確度

fluency
流利度

pronunciation
發音

interaction
互動

Follows the guided 
conversations, covering 
all required contents.

Uses accurat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o reflect 
culturally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Delivers the speech 
smoothly and 
effortlessly.

Uses intelligible 
consonants, vowels, 
stress, and intonation 
patterns.

Demonstrates turn-
taking and conversation 
etiquette.

涵蓋所有規定內容
使用正確表達人際關

係的詞彙語法
言語流暢不結巴

使用能清楚辨識的母

音、子音、重音、和

音調發音

展現二人互動輪流對

話的樣貌

109年度：  1 = poor 差 < 60%        2 = average 普通 60∼ 79%    3 = good 好 80∼ 89%  
4 = excellent 優 90∼ 100%

110年度：  1 = poor 差 < 30%        2 = fair尚可 30∼ 60%           3 = average 普通 60∼ 79%  
4 = good 好 80∼ 89%   5 = excellent 優 90∼ 100%

（二）研究目標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改進「初級印尼語」之口試評量為目標。學生在六次口語評量中自選對話搭檔，藉以
比較初學者與初學者的搭檔和初學者與華僑搭檔之印尼語口試成績差異。全班分七組，每組由一位
助教負責。平時由不同助教根據評分表評分，但 109學年度期中、期末考口試則由所有助教組成裁
判團共同評分；110學年度則是選擇第二次及第四次平時口試由所有助教共同評分。於第一次助教
團共同評分之後，先檢驗所有評分者的嚴苛度，並討論過於嚴苛或寬鬆（亦即超過＋／ -1羅吉斯
量尺者）之助教注意改進，再於期末第二次共同評分口試之後，比較其嚴苛度是否獲得改善。
根據以上研究目標，將研究問題聚焦為二：（1）不同評分者之嚴苛度有無差異，及不同印尼

語口試評分項目之間的難易度有無差異？評分者不同的嚴苛度在經過訓練後能否達成口試評分的一
致性？（2）不同背景學生的印尼語口說能力有無差異？學生在口試搭檔的選擇上是否會因搭檔的
語言能力差異影響彼此的口試成績？ 

（三）研究步驟與分析工具

本教學實踐計畫為行動研究，蒐集資料含學生背景、評量成績，學生線上問卷填寫內容。根據
助教口試評分成績，檢測評分者的不同嚴苛度在訓練後能否達成口試評分一致性，以及學生在口試
搭檔的選擇上是否會因搭檔的語言能力差異影響彼此的口試成績。學生線上問卷指下課前 5分鐘學
生線上填寫開放式問題，給予授課者回饋，藉此得知學生每次評量後的反應，有助於解讀學生成績
進步或退步的原因。除了九月開學時取得學生對印尼語先備語言能力的自評資料以外，在十月初第
一次口試以及十一月初期中考口試完畢後亦調查自評口試表現3，以掌握學生對於口試方式的評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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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期中口試結束後使用多層面 Rasch模型（Linacre, 1989）FACETS軟體4分析學生的語言能力，
讓助教了解題目的難易度和學生能力之間的關係，及評分者間對於不同評分項目的嚴苛度，進而更
有動機改進自己的評分公正性和一致性，並使用此軟體最經典的Wright map呈現結果（參見圖 1-1、
圖 1-2、圖 2-1、圖 2-2），將學生程度、評分者嚴苛度、以及評分項目難易度，一次完整呈現在同
一張地圖中。學生則自由選擇搭檔進行 6次口試，內容及方式請參考註釋 2，於學期結束時檢測成
效。本研究使用 SPSS之 t-test檢測初學組與印尼華僑組程度差異，以 Kruskal Wallis test測試學生搭
檔選擇對口試成績的影響。最後，使用線上問卷，進一步協助研究者理解口語評量分數所代表的意
義。
上述 FACETS（Linacre, 2022a）軟體，為印尼語學習者的口說能力、評分者嚴苛度和評分項目

三層面（facets）建立客觀的量化指標進行參數估計分析，將原數據轉換成羅吉斯（logit）為單位的
連續等距尺 （interval scale），受測者能力與問項放置於同一個「羅吉斯量尺」（logit scale）以衡
量各個向度的強弱與各組別之間的比較（例如評分者嚴苛度差異），且藉以分析MFRM 執行結果
所呈現的統計數據包括參數估計值（logit scale measure）、信度（reliability）、適合度統計（訊息
加權 the information-weighted mean-square fit statistics，簡稱 Infit）、偏離反應（the outlier sensitive 
mean-square fit statistics，簡稱 Outfit）、分離度（separation）與卡方值等。若適合度 Infit和 Outfit
介於 0.5與 1.5之間的理想範圍內，表示 Rasch模型產生的測量結果適合進行估計分析（Linacre, 
2022b）。對於適合度統計值的檢驗，Infit比 Outfit更適合作為判斷適配度的指標（藍珮君，2012；
Park, 2004; Pollitt & Hutchinson, 1987），因為 Infit的數值對於非預期的評分更能提供精確統計數據
（Eckes & Jin, 2021; Linacre, 2002; Myford & Wolfe, 2003; Wright et al., 1994），所以當 Infit 及 Outfit
均方值互有高低時，本研究以 Infit 均方值（0.5—1.5）為適配度篩檢的指標。藉由可信度（reliability）
檢驗資料的穩定度，若信度值越接近 1，代表愈能分辨學生能力的不同程度，對評分者面向而言，
高信度值代表不同評分者有不同的評分嚴苛度。顯著的卡方值則表示評分者之間的判斷存在差異。
分離指數（separation index）是檢驗所測面向在測量變項的分散程度，如數值愈高表示有愈多的分
層，評估評分者嚴苛度時評分者的分離指數愈低表示其一致性愈高。

結果與討論

以下針對評分者嚴苛度、學習者能力及搭檔的語言能力差異對口試成績影響的研究問題所作統
計分析，呈現其結果與討論。

（一）評分者嚴苛度與學習者能力之檢測

以下我們分別呈現兩次初級印尼語課程的結果。第一次為 109學年度課程。圖 1-1與圖 1-2 
Rasch變數分布圖（variable map）顯示兩次印尼語口試之三層面變數分布的狀況：學生印尼語口語
表現能力、評分者嚴苛度及口語能力表現評分項目。最左邊是以 logit為單位刻度的等距尺度欄位，
logit 值越高，代表學生口試表現越好、評分者越嚴厲、或是印尼語口說能力成就表現項目越困難。
第二欄為學習者口語成就表現能力估計分布，透過 Rasch分布圖顯示其變數有明顯差異存在，

印尼語背景的學習者（I = 印尼）表現能力無庸置疑最優異。初學者（T = 臺灣、J = 日本、R = 俄羅
斯、H和M = 港澳、S = 新加坡）的能力估計分布差異性很大；外籍初學者一般位於中間地帶，兩
次表現最差的則是臺灣的初學者，分別為期中考 T20（-0.20 logits）及期末考 T23（-1.33 logits），
logit 值均小於零。經過兩個月的訓練，臺灣初學者 T20口語表現能力顯著進步，從 -0.20 logits提升
到幾近 + 3 logits的位置。但也有一位港澳生M01的口說能力變差，從期中高達 +5 logits落到期末
的 + 0.5 logits。變差的原因可從即時回饋中找到蛛絲馬跡，該生表達不習慣教學方法是從印尼語對
話著手，比較偏好詞彙翻譯法，也可能因打工無暇參與每週 2小時課外助教口語訓練所致。 
第三欄是七位評分者嚴苛度差異，依其期中考變數分布顯示有五位評分員進行口說表現判別時

比較一致，AA最嚴厲（1.03 logits），評分員 AI的 logit值最低（= -2.42 ），代表評分最為寬鬆，
之間相差 3.45 logits；評分嚴苛度與評分者屬拘謹或輕鬆的個性亦有關聯5。課程教師於期中口試後
根據評分結果圖 1-1與助教們討論，期望期末評分有所改善。期末 Rasch變數分布顯示，PR變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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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嚴苛（0.97 logits），MA最寬鬆（-0.45 logits），其他評分者 logit值大約一致介於 0與 -1。由此
可見，影響評分員的變數頗多，即使助教同樣認真負責，但口語評分訓練仍難一致。因此，將多位
評分員的成績平均後作為學生的最終口試成績，絕對比「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安全可靠且是較公
平公正的方式。存在於口試評分當中的評分者效應（rater effects）問題，不但不容忽視且應予重視
及研究（余民寧，2013；Farrokhi & Esfandiari, 2011; O’Brien & Rothstein, 2011）。
第四欄為口語能力表現評分項目，分為：內容、正確、流利、互動、及發音 5項，每一項評

量尺規均使用 1∼ 4李克量表（1 = 差，4 = 優）。兩次考試皆顯示口語內容（content）及對話
互動（interaction）能力表現項目較簡單，正確度（accuracy）與流利度（fluency）居中，而發音
（pronunciation）最為困難。內容和互動之所以容易是因為口試內容已事先規範，學生不但可事先
預備，甚至能在助教課外練習時間預演排練，如此充分準備大大提升詞彙語法正確和流利度。唯獨
發音需「各自努力」，反映出學習者之間呈現口語溝通聽覺辨識和模仿功力之高低。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評分者與評分項目之間也有交互作用，亦即，不同評分者針對不同項目的

評分嚴苛度也有差異。交互作用偏差分析的主要檢驗評斷指標是偏差值 t值，t值須介於 -2.0 至 2.0
（Engelhard, 2002; Engelhard & Myford, 2003），以及偏誤量值（bias size）介於 -0.5 至 0.5作為判
斷標準，若超出此標準表示存在顯著的評分偏差（McNamara, 1996）。表 3的結果報告分析顯現期
中考有四位評分者（MA, PR, PU, MU）出現自身評分會因口試評分項目不同而產生偏寬鬆或偏嚴
苛之評分，而期末考只有兩位有評分偏差現象。期中考的口試評量MA 對使用表達人際關係的詞
彙語法正確度（accuracy）（t = 2.76）表現項目評分寬鬆，但對於對話展現二人輪流對話的樣貌互
動能力（interaction）卻是嚴苛（t = -2.11）；然而 PR對正確度（accuracy）表現項目評分嚴苛（t = 
-2.18），但對於對話互動能力（interaction）（t = 2.73）及口語涵蓋所有規定內容（content）卻是
寬鬆（t = 2.45）；PU 對口語內容（content）表現項目評分嚴苛（t = -3.35）；MU卻是寬鬆評分發
音（pronunciation）（t = 2.40）。在期末考方面，評分者 AA 似乎相當重視是否能使用清楚辨識的
母音、子音、重音、和音調發音（pronunciation）（t = -4.25），但對於言語流利度（fluency）卻給
予寬鬆之評分（t = 2.55）；MA期中與期末評量分析都有評分偏差現象，MA在期末口試評量不僅
在對話互動（interaction）項目評分嚴苛（t = -2.21），且對口語內容（content）也採取偏嚴苛（t = 
-2.03）的評分態度。

表 3
109學年度課程交叉分析評分者和口試評分項目考驗達顯著結果報告表 
評分者 口試評分項目 偏差量 標準誤 t值 自由度 機率

期中考

MA 互動（interaction） -0.79 .37 -2.11 38 .0419
MA 正確度（accuracy） 1.13 .41 2.76 38 .0089
PR 正確度（accuracy） -0.73 .33 -2.18 38 .0358
PR 互動（interaction） 1.98 .72 2.73 38 .0096
PR 內容（content） 2.29 .94 2.45 38 .0192
PU 內容（content） -1.82 .54 -3.35 38 .0019
MU 發音（pronunciation） 0.88 .37 2.40 38 .0212
期末考

AA 流利度（fluency） 1.18 .46 2.55 37 .0152
AA 發音（pronunciation） -1.37 .32 -4.25 37 .0001
MA 內容（content） -1.13 .56 -2.03 37 .0496
MA 互動（interaction） -0.98 .44 -2.21 37 .0333

註：僅列出達顯著水準者。

p < .05. 

圖 2-1、2-2、表 5及表 7顯示第二次初級印尼語課程八位評分者嚴苛度差異。小考 2中評分員
PR最嚴厲（0.86 logits），KE的 logit值最低（= -0.91），代表評分最為寬鬆。就如同 109學年度課程，
助教團檢驗討論小考 2所有評分者的嚴苛度結果後，接下來的小考 4轉變為評分員 NI、KE最為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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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0.44 logits），PU最寬鬆（-1.33 logits）。評分者的分離度從小考 2到小考 4從 3.00降為 2.68，
信度值也從 0.90降為 0.88，顯示評分者在看過、檢討過小考 2的結果後，雖然整體嚴苛度差異逐漸
縮小，但是卡方值仍顯著（p < .05），表示評分者之間的嚴苛度仍有不同。

圖 1-1       圖 1-2
109期中口試變數分布圖   109期末口試變數分布圖

圖 2-1       圖 2-2
110小考 2口試變數分布圖   110小考 4口試變數分布圖

註：Measr 為參數值的刻度，student 為學生口說能力值
的分布位置（I = 印尼；T = 臺灣；J = 日本；R = 俄羅斯；
M = 港澳 1；H = 港澳 2；S = 新加坡），rater 為評分者
的嚴厲度的分布位置，criteria則為口說表現評分項目的
難度分布。

註：Measr 為參數值的刻度，student為學生口說能力值
的分布位置（I = 印尼；T = 臺灣；M =馬來西亞；F = 
其他外籍生），rater 為評分者的嚴厲度的分布位置，
criteria則為口說表現評分項目的難度分布。 

註：Measr 為參數值的刻度，student 為學生口說能力值
的分布位置（I = 印尼；T = 臺灣；J = 日本；R = 俄羅斯；
M = 港澳 1；H = 港澳 2；S = 新加坡），rater 為評分
者的嚴厲度的分布位置，criteria則為口說表現評分項
目的難度分布。

註：Measr 為參數值的刻度，student為學生口說能力
值的分布位置（I = 印尼；T = 臺灣；M =馬來西亞；F 
= 其他外籍生），rater 為評分者的嚴厲度的分布位置，
criteria則為口說表現評分項目的難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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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及表 5為兩次初級印尼語課程各面向分析參數整理，藉此探討學生口說能力、評分者、以
及口說表現項目三個層面於兩門課程四次考試的差異性。結果呈現所有的固定效果卡方檢定（fixed 
chi-square）均達顯著水準（p < .05），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生印尼語口說能力、不同評分者
之嚴苛度、及不同印尼語口說表現項目具有差異。本研究參考 Eckes（2015）的研究，將學生口說
能力設定為浮動未固定（non-centered）的變數面向，亦即同時將評分者與口說表現項目的估計參數
皆設為 0（M = 0），以便根據 Rasch model設計的理論基礎，建立所要估計參數的參照依據，藉此
觀察分析學生印尼口說能力與評分者嚴苛度，以及與口說表現項目難度之間關係。

表 4
109學年度期中與期末考 Rasch各層面估計數據 

參數值（logits）
學生口說能力 評分者 口說表現項目

期中考 期末考 期中考 期末考 期中考 期末考

平均（M）   6.01   3.93   0.00   0.00   0.00   0.00
標準誤（SE）    .65    .68    .20    .19    .17    .17
Infit MNSQ   0.98   0.97   0.97   1.01   1.01   1.02
Outfit MNSQ   1.26   1.09   1.40   1.09   1.40   1.09
分離度   2.54   2.09   5.31   2.00   5.91   6.22
信度    .87    .81    .97    .80    .97    .97
χ2 756.4* 476.1* 123.9*  41.5* 145.8* 169.9*
N  44  44   7   7   5   5
df  43  43   6   6   4   4
註：Infit MNSQ為訊息加權適配度均方值；Outfit MNSQ為極端值加權適配度均方值。
* p < .05.

表 5
110學年度小考 2與小考 4 Rasch各層面估計數據

參數值（logits）
學生口說能力 評分者 口說表現項目

小考 2 小考 4 小考 2 小考 4 小考 2 小考 4
平均（M）   3.34   5.13  0.00  0.00   0.00   0.00
標準誤（SE）    .47    .80   .19   .20    .16    .16
Infit MNSQ   0.97   0.98  0.99  0.96   1.08   0.99
Outfit MNSQ   1.15   1.76  1.15  2.29   1.15   2.29
分離度   3.65   2.38  3.00  2.68  10.97   8.26
信度    .93    .85   .90   .88    .99    .99
χ2 542.6* 274.2*  78.8* 56.1* 493.7* 317.9*
N  276  367   8  8   5   5
df  26  35   7  7   4   4
註：Infit MNSQ為訊息加權適配度均方值；Outfit MNSQ為極端值加權適配度均方值。
* p < .05.

109學年度的期中、期末考與 110學年度的小考 2、小考 4的評分者嚴苛度與口說表現項目的
難易度平均估計參數（logit）皆為 0，學生口說能力的平均估計參數分別為 6.01、3.93、3.34以及
5.13，顯示整體學生能力平均水準遠高於評分者嚴苛度與口說表現項目的難度，評分者嚴苛度似乎
偏鬆，應加強對於不同學生水準對應到口說表現項目應有適當評分標準的訓練；這也表示經過一學
期的評分者訓練及學員的印尼語口語訓練，使得差異性確實有所降低。109學年度及 110兩個課程
的第二次學生口說能力分離度數值皆呈現下降，分別從 2.54（期中），降低至 2.09（期末），以及
從 3.65（小考 2）降至 2.38（小考 4）；然而雖有降低，但學生印尼語口說能力還是呈現出差異性，
因為兩次的分離度數值皆顯示這兩門課程學生至少各可區分成兩個以上具有統計意義的印尼語口說
能力群體，且皆具有 0.8以上的穩定信度係數值。再者，兩門課程的口說表現項目的分離度與信度
皆呈現較高的數值，卡方檢定亦達顯著（p < .05），109學年度期中、期末考分離指數分別為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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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 = .97）及 6.22（信度 = .97），110學年度小考 2、小考 4則分別為 10.97（信度 = .99）及 8.26
（信度 = .99），顯示口說項目難度能有效的區隔這些學習者能力，但口說正確、流利、互動、及發
音表現項目之間具有顯著性的不同，在判別上有很大的差別。最後，109學年度課程之評分者分離
度從期中考的 5.31在期末考時減少為 2，嚴苛度差異從至少分成 5個層級的類別區隔下降成至少只
分成 2個層級，表示評分者的判斷歧異性減少，逐漸趨於一致性，且估計分離信度數值也從 .97降
到 .80。110學年度的課程亦是如此，該課程評分者的分離度從 3.00（小考 2）降為 2.68（小考 4），
信度值也從 .90降為 .88。對於評分者趨向一致性而信度卻降低的部分，須注意 Rasch 信度在檢驗不
同面向時有不同的意義。一般而言，對於學生口說能力面向，信度數值愈高愈能區分學生的表現；
亦即，分離信度數值越高，表示此測驗越能將學生口說能力區分為不同程度。然而，對於評分者面
向而言，較低的信度卻是被預期的，因為低的評分者信度數值表示不同的評分者有相同的評分嚴苛
度（Eckes, 2015; Linacre, 2022b; McNamara, 1996; Park, 2004; Weigle, 1998）。因此，可能受益於培訓，
兩個課程的評分者嚴苛度不但逐漸趨於一致性，而且不同評分者也趨向有相同評分嚴苛度。
綜合上述，可見期初的評分訓練固然必要，也要有實際評分的經驗之後，才能摸索出箇中奧妙，

逐漸趨於穩定。但仍有不可控制的人為因素影響，讓口試評分僅由單一評分員為之的風險大增，而
應採取多位評分員共同評定的方向努力。

表 6
109學年度評分者嚴苛度估計結果

評分者
參數估計值Measure 嚴苛度標準誤（SE） Infit MNSQ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AA 1.03 0.06 .17 .19 0.89 0.99
PR 0.63 0.97 .17 .17 0.94 0.87
MU 0.63 -0.24 .17 .20 0.98 0.89
MA 0.60 -0.45 .17 .21 1.06 1.22
GR 0.48 -0.28 .18 .20 1.23 1.04
PU -0.95 -0.09 .23 .19 0.98 1.11
AI -2.42 0.02 .33 .19 0.75 0.96

註：Infit MNSQ為訊息加權適配度均方值。

表 7
110學年度評分者嚴苛度估計結果

評分者
參數估計值 Measure 嚴苛度標準誤（SE） Infit MNSQ
小考 2 小考 4 小考 2 小考 4 小考 2 小考 4

PR 0.86 0.07 .18 .20 1.14 0.79
EC 0.64 -0.37 .18 .20 0.78 0.74
GR 0.41 0.41 .18 .19 0.94 1.08
RK -0.04 -0.01 .19 .20 0.67 0.55
JA -0.07 0.34 .19 .19 1.32 0.87
NI -0.07 0.44 .19 .19 0.63 1.18
PU -0.83 -1.33 .20 .23 1.45 1.43
KE -0.91 0.44 .20 .19 0.98 1.01

註：Infit MNSQ為訊息加權適配度均方值。

表 6 與表 7 展現兩個課程個別的評分者嚴厲度估計結果。透過 fit 適合度統計數值分析評分者自
身一致性程度，亦即檢視評分者自身給分的穩定度。如前所述，當 Infit 及 Outfit均方值互有高低時，
本研究以 0.5—1.5 Infit 均方值為適切指標。兩個課程四次考試 Infit MNSQ適配度統計值皆在理想範
圍內，即本研究評分者適合 Rasch 模式，在評分者的測量上具有效度，且信度值都在 0.8以上，更
表示此數據在估計上是穩定的。簡言之，結果顯示雖然各評分者自身給分一致性似乎是穩定且良好，
但如前述表 3所顯示，不同評分者針對不同項目的評分嚴苛度仍有差異。目前由多位評分者共同擔
綱，刪除離群值、取其平均數，或許是權宜之計。未來應深入了解原因，以進行評分標準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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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檔的語言能力差異對口試成績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分析搭檔的語言能力差異對兩個課程 12次口試成績的影響，尤其探討檢驗是否「高
攀」有優勢，而「低就」是否會受到連累。本研究將學生依搭檔的選擇分成四個組別，分別是LL8（初
學者—初學者）、LH（初學者—非初學者）、HL（非初學者—初學者）、HH（非初學者—非初學
者），其中 LH是指一位初學者搭檔一位印馬華人學生，即所謂高攀組，而 HL是指一位印馬華人
學生搭配一位初學者，即所謂低就組。再者，為因應探討組別搭檔對於口試成績是否有所差異的問
題，此部分數據資料排除口試時臨時交換搭檔而導致組別不一致性的學員，以期達到可信賴的統計
分析，詳細的學生數量請參閱註釋 9與 10。
四組組數不平均，因此採用 Kruskal Wallis test多樣本中位數差異檢定。以下依序呈現兩次初級

印尼語課程的結果。如表 8所示，109學年度的 6次口試卡方值皆達顯著（p < .05），表 9所示的
110學年度口試則是在期中考、小考 3、小考 4和期末考達顯著（p < .05）。卡方值達顯著表示不同
搭檔的組別在成績上有顯著差異，110學年度未達顯著的小考 1和小考 2係因新冠肺炎疫情，有 10
位「非初學者」學生尚未進班上課，未參與口試。
首先，檢驗「高攀」是否有優勢：初學者若與印馬華僑搭檔是否比較佔優勢 ? 檢驗表 8與表 9

兩個學年度課程的 12次口試統計資料，只有 110年度的期末考「初學者與高配 LH」的平均值 91.4
高於「初學者同程度互相搭配 LL」的平均值 89.6，其他的 11次考試都是同為「初學者同程度互相
搭配 LL」比「初學者與高配 LH」的平均分數高。換言之，從平均值初步檢驗似乎看出「高攀」並
沒有優勢。隨後使用無母數 Dunn事後比較，也並未發現任何一次口試 LH—LL有任何顯著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的統計結果證實「高攀」並沒有優勢。
其次，檢驗「低就」是否會吃虧：印馬華僑與初學者搭檔成績是否會被拖下水 ? 若比較各次考

試的各組平均成績，「印馬華僑與低配 HL」的平均成績幾乎都低於「印馬華僑同程度互相搭配的
HH 」的平均成績，除了 110年度（表 9）的小考 3例外（HL = 94.3, HH = 93.2）。此統計結果是否
可解讀為：若學生本身的能力較好，但與程度較弱的學生搭檔，其成績反而被拖累。緊接著，本研
究進一步使用無母數 Dunn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110學年度並沒有任何一組呈現 HL和 HH之間有
顯著的差異；然而 109年度包含小考 4、期中考以及期末考的成對比較統計顯示 HL與 LH或 LL均
達顯著差異（p < .05）。亦即，「印馬華僑與低配 HL」的平均成績，無論期中考或期末考均高過
「初學者與高配 LH」以及「初學者同程度互相搭配 LL」的組合，小考 4「印馬華僑與低配 HL」
的平均成績也高過「初學者與高配 LH」：HL > LH（期中考：HL = 99.0, LH = 91.7；期末考：HL = 
99.0, LH = 90.7；小考 4：HL = 100.0, LH =85.0），HL > LL（期中考：HL = 99.0, LL = 92.2；期末考：
HL = 99.0, LL = 92.2）。換言之，統計結果也證實「低就」也不會吃虧。
總而言之，本研究統計結果驗證了初學者不論是找同程度的初學者搭檔，或是和能力比自己好

的印尼華僑搭檔，對成績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而程度高的印尼／馬來西亞華僑學生無論是和同樣高
程度的夥伴搭檔，或是與初學者搭檔，也不會影響其口試成績。此結果呼應 Davis（2009）分析中
國學生英語口語對話搭檔和 Son（2016）分析韓國學生英語口試結果，均未發現搭檔語言能力對成
績有任何統計上顯著差異。相較於韓國學生遇強則縮，當程度較低和較高者搭檔時話語量反而減少，
本研究並未發現臺灣學生有此現象。

表 8
依搭檔組合分類之統計量與檢定分析彙整表（109學年度）

口試 搭檔組合 學生數量9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Kruskal-Wallis 檢定

等級平均數 檢定統計量

小考 1

LL 28 86.3 10.1

65 100

18.27
χ2(2) = 6.307
    p = .043*

LH  6 85.0  8.9 16.92
HL  5 97.0  6.7 31.70
HH  0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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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 搭檔組合 學生數量9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Kruskal-Wallis 檢定

等級平均數 檢定統計量

小考 2

LL 28  87.1  9.4

70 100

19.89
χ2(2) = 8.761
    p = .033*

LH  6  85.0 11.0 17.58
HL  6  95.8  4.9 31.75
HH  4  97.5  2.9 34.25

期中考

LL 26  92.2  5.5

74 100

16.90
χ2(2) = 18.036
    p = .000*

LH  6  91.7  4.8 15.33
HL  6  99.0  1.1 35.75
HH  2  99.5  0.7 37.00

小考 3

LL 28  89.8  9.2

65 100

19.86
χ2(2) = 12.700
    p = .005*

LH  6  86.7  9.3 15.25
HL  6  97.5  2.7 31.75
HH  4 100.0  0.0 38.00

小考 4

LL 26  91.0  5.6

75 100

15.90
χ2(2) = 11.652
    p = .009*

LH  3  85.0 10.0  9.67
HL  3 100.0  0.0 30.50
HH  2 100.0  0.0 30.50

期末考

LL 26  92.2  7.4

66 100

17.48
χ2(2) = 15.284
    p = .002*

LH  6  90.7  7.1 14.75
HL  6  99.0  0.9 33.33
HH  2 100.0  0.0 38.50

* p < .05. 

表 9
依搭檔組合分類之統計量與檢定分析彙整表（110學年度）

口試 搭檔組合 學生數量10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Kruskal-Wallis 檢定

等級平均數 檢定統計量

小考 1

LL 10 84.2  5.7

64 100

12.65
χ2(2) = 3.544
    p = .170

LH  7 77.7 10.3  8.86
HL  7 87.1 13.5 15.93
HH  0 – – –

小考 2

LL 10 84.0  3.5

60 100

11.55
χ2(2) = .665
    p = .717

LH  7 82.0 11.7 12.07
HL  7 87.7  9.6 14.29
HH  0 – – –

期中考

LL 10 90.4  5.1

80 100

12.00
χ2(2) = 18.682
    p = .000*

LH  7 89.1  5.0  9.64
HL  7 94.9  5.0 19.07
HH 10 99.2  1.7 27.40

小考 3

LL 10 86.4  7.8

72 100

13.95
χ2(2) = 10.612
    p = .014*

LH  7 82.6  6.2  9.71
HL  7 94.3  5.1 23.07
HH 10 93.2  9.6 22.60

小考 4

LL 10 88.1  1.9

82 100

11.40
χ2(2) = 21.094
    p = .000*

LH  7 86.7  2.8  8.71
HL  7 94.1  6.0 20.43
HH 10 99.5  1.1 27.70

期末考

LL 10 89.6  6.9

80 100

12.30
χ2(2) = 8.271
    p = .041*

LH  7 91.4  4.9 13.93
HL  7 94.9  4.5 19.93
HH 10 96.8  4.1 23.50

* p < .05. 

表 8
依搭檔組合分類之統計量與檢定分析彙整表（109學年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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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雖然影響成績之變數頗多，但讓學生自由決定口試搭檔，只要測試次數夠多，評分
者的嚴苛度相當，且依公平公正原則評分，學生並不會因為搭檔的能力，而對個人口試表現產生太
大的影響。另外，分析學生對口試方法的課堂即時回饋後，發現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雖然「幾家
歡樂幾家愁」，但對自己選擇的口試搭檔表現都感到滿意，正因口試方式是二人搭檔，在準備口試
過程中，發展出同舟共濟的革命情感，並沒有表達任何遇弱則強或遇強則縮的感覺。雖然搭檔的口
說能力並不會影響個人的口試成績，然而當臺灣的大學階段初級印尼語通識課程有超過二成以上學
生均為印尼華僑時，教學者應妥善運用僑生得天獨厚的語言能力，賦予他們在初學者中擔任同儕助
教的角色，不但能促進彼此文化交流，且能減低僑生取得營養學分的刻板印象。

結論

此項行動研究發現與多數MFRM多層面 Rasch模式研究結果一致，如張可家等人（2011）、
藍珮君（2012）、廖才儀（2016）、Eckes（2005, 2009, 2015）、Knoch（2011）、Sundqvist等人（2020）
及Weigle（1998）等，不同評分者之嚴苛度確實有所差異，即便經過訓練，尚需實際執行評分後才
能發現其差異。即使事先給予訓練有助於未來評分的一致性，但仍有其他無法掌控的個人情緒因素
可能影響下一次評分的嚴苛度。因此面對高風險的口試，若能由多位受過訓練的評分者共同擔綱，
刪除離群值、取其平均數，或許是權宜之計。本研究雖然發現不同評分者針對不同項目的嚴苛度仍
有差異，但並未對此深入探討。未來研究應在培訓過程針對嚴苛度之標準做深入說明與試評，探討
哪些項目不易改變嚴苛度的培訓，據以修正評分量表。
其次，評分項目之間的難易度會因口試方式有所差異。此課程的口試方式有明確範圍，鼓勵事

先準備，因此從受試者的角度而言，對話內容和詞彙語法的正確度最容易掌握，人際互動與發音則
最難拿分。從評分者的角度而言，最難和最容易的項目和受試者吻合，但由於評分者容易聽出初學
者的語誤，因此針對詞彙語法正確性的評分敏銳度自然比初學的受試者來得犀利。
最後，統計結果也顯示選擇與不同語言能力背景搭檔口試並不會影響其口試成績，此呼應

Davis（2009）及 Son（2016）的第二語言口語能力研究結果。其實學生喜歡從一而終，滿意並包容
自己所選的搭檔。因此，由學生自行選擇搭檔，不僅人性化且有穩定軍心的效果。然而由於本研究
並非隨機分派，且組數落差很大，再加上學生都是自由選組，且自由演練對話腳本，其中同學間彼
此的熟悉度、腳本的難易度都可能影響表現，因此，很難就此完全定論不同程度搭檔對成績的影響。
本研究雖有未盡事宜，然而在口語教學評量上仍有啟發與應用。透過比較兩次課程學生搭檔的

選擇和評分者嚴苛度對於四次平時口語評量和期中、期末成績的影響，得知日後口語評量應讓學生
自由選擇對話搭檔，輔以鼓勵機制讓印尼華僑多跟初學者搭配，以達到雙贏的效果。此外，將助教
的評分訓練從傳統耳提面命進化至從做中學，根據多層面的 Rasch分析方法找到降低評分者嚴苛度
不一致問題的方案，有助於「及早發現、及早診斷」，以提升評分者的一致性。

註釋

1 Winsteps軟體 https://www.winsteps.com/ministep.htm 
2 平時 4次口試和期中期末口試形式相同，內容根據數位教材網站（何德華等人，2019），將
課文內容濃縮成幾個情境，二人搭檔對話，不超過 3分鐘，可事先演練。以下是期末印尼語口
試範例四情境內容：
（1）A的寵物把公園的草地踩壞了。警衛告誡 A要看管好自己的寵物。Hewan peliharaan A 
merusak rumput di taman. Penjaga taman memberitahu A untuk mengawasi hewan peliharaannya.
（2）公園警衛提醒 A遠離蜂窩。Penjaga taman memperingatkan A untuk menjauh dari sarang 
lebah.
（3）A牙齒疼痛難耐，B帶 A去看牙醫。Gigi A terasa sakit dan A mengeluh tentang itu. B 
membawanya untuk periksa ke dokter gigi.
（4）演出一場牙醫診所醫病對話。例如：牙醫告知病人需要如何治療，牙醫囑咐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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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健牙齒、何時需要回診。Percakapan pasien-dokter di klinik dokter gigi. Dokter gigi 
memberikan arahan kepada pasien tentang apa yang harus dilakukan.

3 學生口試自評：「你對今天自己的口試表現是否滿意？下面五點你是否都做到了？（1）涵蓋
所有指定內容、（2）使用對話中合宜的詞彙和句子、（3）事先有準備地流利互動、（4）清
楚的印尼語發音、（5）自然的一來一往對話」。
4 Minifac為免費 Facets展示版本軟體 https://www.winsteps.com/minifac.htm；目前最新版本為
Facets 3.84.0。
5 本文第一作者曾在私人聚會中詢問熟識助教的同儕，請他們猜測誰會是嚴苛或寬鬆的評分者，
結果得到評價與本研究結果不謀而合，AA最嚴苛，AI最寬鬆。
6 110學年度的全體修課人數是 38人，但有一位學員並無意願參與本研究，因此數據執行時其
資料都是被排除的。因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小考 2時有 10位印尼華僑尚在隔離，來不
及參與考試，小考 2人數為 27人；38－ 10（隔離）－ 1（不參與研究的學員） = 27。
7 110學年度小考 4 人數為 36人，全體修課人數是 38人，去除未參與組別研究的兩位學員（包
含 1位未參與全程研究及一位參與嚴格度研究但未參與組別研究學員）：38－ 2（不參與組別
研究的學員） = 36。
8 第一個英文字母表示學生的程度，第二個字母為其搭檔的程度。
9 109學年度的全體修課人數是 44人，因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小考 1時有 5位印尼華僑
尚在隔離，小考 1 人數為 39人：44－ 5（隔離） = 39；小考 4人數為 34人，1位缺考，1位
印尼華僑分飾兩角而不符合兩人對話，8人因組別改變不列入計算：44－ 1（缺考）－ 1（不
符合兩人對話）－ 8（組別改變） = 34；期中考及期末考人數各為 40人，各有 4人因組別改
變不列入計算：44－ 4（組別改變） = 40。
10 如註釋 6與 7所提及，110學年度的全體修課人數是 38人，此部分資料統計因顧及組別一致
性而排除了無意願參與組別研究的學員兩名及其搭檔，共 4位；小考 1和小考 2有 10位印尼
華僑因新冠肺炎疫情隔離缺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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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and Rater Severity 
in Indonesian Language Oral Assessment

D. Victoria Rau1, Hui-Huan Chang2, and Wan-Yi Hsu1

The use of pair work in speaking assessment has frequently been adopted as an authentic manner of testing oral proficiency 
in second-languag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lassrooms; however, the findings of studies regarding whether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influences the outcomes of oral assessment and whether rater training enables long-term interrater reliability have 
been inconclusive or contradictory.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if one of a pair of interlocutors exhibits higher proficiency 
than the other or if the individuals know each other well, they may collaborate to produce more speech and achieve higher 
performance in oral assessments (Iwashita, 1996; Norton, 2005; Storch, 2001). However, a higher volume of speech is not 
alway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overall performance scores (Davis, 2009). Other studies (Galaczi, 2008, 2014) have found that 
weaker language users might be more reluctant to contribute in oral interactions when paired with more proficient interlocutors. 
Son (2016) reported that Korean student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poke less when paired with more proficient 
interlocutors, although their overall oral performance did not necessarily decrease. The outcomes of oral assessments may also 
be influenced b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atings of assessors. Rater severity can be identified by applying the many-facet Rasch 
model (MFRM; Eckes, 2009, 2015). Although rater training can theoretically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and consistency of raters 
(Davis, 2012, 2016; Huang et al., 2016; McNamara, 1996), differences in rater severity often persist after training (Eckes, 2005, 
2009, 2015; Knoch, 2011; Sundqvist et al., 2020; Weigle, 1998) but the results of training are not necessarily long-lasting (Bonk 
& Ockey, 2003; Chang et al., 2011; Kim, 2011; Lan, 2012; Liao, 2016; Lumley & McNamara, 1995). Because second language 
assessment generally involves more than one assessor, providing on-the-job rater training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in oral assessment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must be explored: (1) Whether training raters in the use of assessment rubrics increases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nd (2) whether test takers perform differently when paired with interlocutors of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oral assessment in two General Education Indonesian language classes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that 
was conducted in the fall semesters of 2020 and 2021. The study used Rasch analysis to measure to what extent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Indonesian language learning beginners vs. speakers of Indonesian as a first language) influenced the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and to what extent the severity of the Indonesian teaching assistants (TAs)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controlled 
for. The 2020 class comprised 44 students (Taiwanese individuals = 26, Chinese Indonesian individuals = 10, individual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 8; men = 10, women = 34) and 7 Indonesian TAs (TAs from North Sumatra = 4, TAs from Java = 2, TA 
from Sulawesi = 1; men = 2, women = 5), and the 2021 class comprised 38 students (Taiwanese individuals = 17, Chinese 
Indonesian individuals = 14, Chinese Malaysian individuals = 4, individual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 3; men = 18, women = 
20) and 8 Indonesian TAs (TAs from North Sumatra = 4, TAs from Java = 4; men = 4, women = 4). The data comprised six 
oral assessments performed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for each class that were scored by the trained TAs according to a ru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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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ing five categories: Content, accuracy, fluency, pronunci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participants self-assessed their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Generally, the Chinese Indonesian and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rated themselves as native speakers of Indonesian and Malay,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nd those 
of other nationalities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true beginners. The participants selected their partners for the oral exams from 
among their classmat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Facets (Linacre, 2022a) to investigate the oral performance of each 
student pair, the severity of their assessor,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criteria in the scoring rubric. The scor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logit scale for comparis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MFRM was used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logit measurements, the information-weighted mean-square fit statistic (infit), the outlier sensitive mean-square fit statistic 
(outfit), the separation index, reliability of separation index, and Chi-square tests for homogeneity. The results were represented 
using a variable map for each semester, divided into sections for each of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facets. A higher logit value in 
the three facets indicated higher student pair performance in oral exams, more severe rating, and more difficult criteria for high 
sco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ven after training, rater consistency was low. In the 2020 class, Chinese Indonesian students had 
the highest scores, as expected. Performance ranged widely among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nd those of other nationalities. 
Among the seven TAs, five provided similar ratings and two provided ratings that were either excessively high (logit = -2.42) 
or excessively low (logit = 1.03) for the midterm oral assessment. After further training was provided before the final exam, 
two different TAs provided markings that were either excessively high (-0.45 logits) or excessively low (0.97 logits); however, 
the rater severity among the seven TAs for the final exam was within 1 and -1 logits, the acceptable range. The rater variable 
interacted with the rating criteria. One TA rated accuracy favorably (t = 2.76) but rated interaction (t = -2.11) severely. Another 
rated fluency favorably (t = 2.55) but rated pronunciation severely (t = -4.25). In the 2021 class, although the eight TAs were 
fully trained to use the rubric consistently, variables beyond our control that influenced rating consistency,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ater and criteria, remained. Therefore, using average scores after outliers are removed may be a viable 
alternative method of grading until a superior solution is identified. Nonetheless, identifying rater severity variability was 
helpful as a basis for further rater training.

Different Indonesian proficiency levels between assessment partners did not influence individual student scores in the oral 
assessments. The students from the 2020 and 2021 class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LL, LH, HL, and HH (L = true 
beginner, H = proficient Indonesian/Malaysian speaker). Their mean scores were analyzed using Kruskal–Wallis tests. We first 
investigated whether beginners paired with proficient speakers (LH) scored higher than did those paired with other beginners 
(LL). However, the scores of these group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Next, we determined whether proficient speakers paired 
with beginners (HL) would score lower than did those paired with other proficient speakers (HH). The scores of these group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findings of Davis (2009) and Son (2016). We did not demonstrate that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However,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tudents’ feedback on the oral examination method, the students seemed to prefer to select partners and remain in 
their partnership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Because they were allowed to prepare their scripts and practice their oral exams 
before the exams, the students developed a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camaraderie with their partners. The amount of speech they 
used appeared to not be influenced by differences in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The students were also tolerant of mistakes made 
by their partners and exhibited patience. Thus, allowing students to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and encouraging local students to 
pair with Chinese Indonesian students would increase their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s.

The research site had two unique features that may not be present in other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 One was team 
instruction conducted by a linguist and 7–8 TAs. The other was the presence of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roficient speakers 
of Indonesian/Malay as students attending class with true beginners. Nonetheless, these unique feature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this case study with multiyear data.

Keywords:  many-facet Rasch model, oral assessment, Indonesian, rater severity, interlocutor 
proficiency


